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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金物置业公司与鸿鑫石材公司
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抗诉案
【基本案情】

雅安市金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物公司）获得宝兴县张口石大理石矿采矿权，但未投入采矿生产。2008年1月23日，金物公司与宝兴县鸿鑫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鑫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共同经营宝兴县张口石大理石矿，金物公司以探矿权和前期投入作价150万元出资，占公司30%的份额。鸿鑫公司以现金投资，占公司70%的份额。2008年2月1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金物公司将宝兴县张口石大理石矿股权以150万元转让给鸿鑫公司。2010年7月24日，双方签订《采矿权转让合同》。合同签订后，鸿鑫公司支付金物公司采矿权转让款140万元。后双方一直未向矿产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2011年5月6日，雅安市国土资源局以涉嫌非法转让矿权为由，责令金物公司停止违法转让行为，限期整改。同年6月8日，金物公司向鸿鑫公司发函声明解除《采矿权转让合同》。2012年8月8日，鸿鑫公司起诉至宝兴县人民法院，其诉讼请求主要是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金物公司履行办理采矿权转让变更手续的合同约定义务。
【诉讼过程】
宝兴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3年9月16日作出（2012）宝兴民初字第2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鸿鑫公司与金物公司继续履行《采矿权转让合同》，并报请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审批。判决生效后，金物公司不服，以有新的证据以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等为由向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2日作出（2014）雅民申字第27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再审申请。金物公司仍不服，向宝兴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宝兴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并审查后，认为原审法院判决错误，遂提请雅安市人民检察院向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处理结果】
雅安市人民检察院受理并审查后，以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等为由，向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收到抗诉书及相关抗诉材料后，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提审本案。经公开开庭审理后，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2日作出（2015）雅民提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宝兴县人民法院（2012）宝兴民初字第276号民事判决，驳回鸿鑫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例点评】

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采矿权的转让必须经过矿产主管部门依法批准，转让必须符合法定条件，转让合同方能生效。针对本案反映出来的实践性问题，主要存在三个法律问题需要探讨、厘清：
一是行政权与审判权的关系问题。行政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存在诸多分歧性观点，主要集中在行政权的公定力与审判监督上。传统行政法理论认为，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公定力，应当被推定为合法有效，对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关人和有关行政主体均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未经法定程序变更或撤销前，公民和组织不得否认行政行为的效力。以此理论推定，行政权对审判权同样具有约束力。而事实上，行政诉讼制度和行政行为强制执行制度中的司法审查执行机制的存在，说明审判权对于行政权具有监督的权力，在诉讼证据领域，审判机关并未将行政行为作为当然合法有效的证据，只是确定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效力高于其他书证。针对本案，在行政机关认定金物公司与鸿鑫公司系非法转让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后，再对民事行为进行判定，而不宜直接认定“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并不能否定《采矿权转让合同》作为民事合同的效力”。

二是《采矿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一款作了“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的明确规定，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本案双方当事人未申请办理批准登记手续，《采矿权转让合同》就不能生效。
三是《采矿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问题。金物公司在收到雅安市国土资源局2011年5月6日作出的《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后，因雅安市国土资源局要求其停止非法转让行为，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情形，金物公司遂于2011年6月8日向鸿鑫公司发函声明解除《采矿权转让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鸿鑫公司在收到金物公司解除函后，未在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也未向仲裁机构请求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采矿权转让合同》已经解除。
案例二
梅某某过失致人死亡案

【基本案情】

2013年4月13日，受装载机车主指派，梅某某操作装载机到石棉县新棉镇东区村境内石永路4KM﹢200M旁荒地装载土方。当日上午10时许，罗某清（男，51岁，本案被害人）驾驶号牌为川T06**5的两轮轻便摩托车经过梅某某操作现场时，梅某某正驾驶装载机进行倒车装载土方作业，其只注意观察装载机左侧，而忽视了对装载机右侧进行安全确认，致使从装载机右侧驾驶摩托车经过的罗某清被碾压。2013年4月29日，经雅安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被害人罗某清系碾压致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

【诉讼过程】
2013年4月13日，石棉县公安局以犯罪嫌疑人梅某某涉嫌交通肇事罪立案侦查，同日对梅某某刑事拘留。同月26日，石棉县人民检察院以梅某某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批准逮捕并于当日执行。同年6月24日，石棉县公安局侦查终结后以梅某某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同年7月2日，石棉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并于9月23日以梅某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诉。
【处理结果】

石棉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5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人梅某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案件点评】
行为人驾驶车辆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内致人死亡以交通肇事定罪，但在非公共交通管理范围驾驶车辆导致他人死亡，如何定罪存有争议，主要涉及交通肇事、过失致人死亡、重大责任事故的区分问题。三罪在主观方面均表现为过失，主体有身份重合，犯罪行为地有相似交叠，客观上都存在有侵害人身健康权、生命权等情况。如何正确区分三罪是准确办理本案的关键所在，本案的成功办理对司法实践有一定的参考、指导作用。

一是梅某某的行为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使他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主体为一般主体，主观系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本案中，梅某某的行为虽然是操作机动车辆倒车时疏忽大意没有尽到安全观察义务，而导致出现一人死亡后果，但其使用交通工具致人死亡行为发生在公路旁的荒地内，不属于公共交通管理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驾驶机动车辆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一百三十五、二百三十三条等规定定罪处罚。因此，本案梅某某的行为不能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是梅某某的行为不符合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侵犯的客体是生产、作业的安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不服从管理、违反国家颁布的各种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和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上级管理机关制定的反映安全生产客观规律等各种规章制度，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主体为一般主体，主观系过失，行为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在生产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疏忽大意或者对事故隐患不采取补救措施，轻信能够避免，结果导致生产事故的发生。本案中，梅某某是受装载机车主指派临时在荒地装载废渣土方，装载土方的施工方没有对该临时作业场地四周进行安全设施设置，导致该场地与公路无明显隔离。梅某某的行为不是因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导致生产事故发生；且施工方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没有设置安全隔离设施只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多种因素之一，而造成罗某清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装载机驾驶员没有尽到倒车时的安全观察、谨慎驾驶义务，发现异状时未停车观察确认安全后再行倒车，反而继续操作倒车从而造成碾压导致一人死亡的后果。因此，本案梅某某的行为不能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是梅某某的行为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犯罪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客观方面表现为因过失而致人死亡的行为，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只能由过失构成。本案案发现场位于雅西高速公路路边一处边坡，范围不大，既不属于公共交通管理范围，也不属于生产、作业场所，更不属于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的情形。梅某某作为一名有操作装载机技能和经验的人员，应当时刻注意安全。而梅某某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最终导致被害人被碾压致死的结果发生。梅某某的行为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全部构成要件，故应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刑事责任。

案例三
刘某某贪污城乡医疗救助款案
【基本案情】
城乡医疗救助款是由民政局为辖区内常住户口中，已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且生活困难、医疗负担过重的城乡居民，因患尿毒症、癌症、重度精神病、心脏疾病、脑梗死、红斑狼疮等政策规定需要救助的病症后，经过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或补充医疗保险补偿后仍难以负担医疗费用的，按照一定的标准拨付给患病居民的专项救助款。天全县民政局于2009年至2014年为紫石乡政府下拨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款120笔，共计16.138万元。其中，城镇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款13笔，共计2.378万元；农村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款107笔，共计13.76万元。其间，刘某某利用担任天全县紫石乡民政员的职务之便，在为辖区内因医疗负担较重造成生活困难的人员发放下拨的城乡医疗救助款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截留的手段，截留并侵吞了村民应得城乡医疗救助款共计4.11万元。2014年6月份，刘某某在给杨某某发医疗救助款时，被杨某某发觉其截留行为，后刘某某被迫将0.5万元医疗救助款退还杨某某强，并在得知民政部门对此事开展调查后，退还与杨某某有亲戚关系的吴某某医疗救助款0.4万元。
【诉讼过程】
天全县检察院先后派出干警前往民政局、紫石乡政府以及紫石乡各村组，对城乡医疗救助款的相关政策、资金来源、救助对象、条件、标准、拨付情况等作调查了解，并向申领城乡医疗救助款的人员调查核实了实际领取情况。2014年7月18日，刘某某被天全县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同年8月1日被执行逮捕。该案侦查终结后，以刘某某涉嫌贪污罪移送审查起诉。在此过程中，刘某某退还了侵吞的全部医疗救助款。2014年11月3日，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向天全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处理结果】
2014年12月3日，天全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依法判处刘某某犯贪污罪，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案件点评】
刘某某的贪污行为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但通过有效打击犯罪，严惩犯罪分子，向社会充分表明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和信心，仍然赢得了百姓的信任。本案受伤害最深的是那些生活困难、医疗负担过重的群众。被刘某某截留侵吞医疗救助款的群众，有的长期瘫痪，有的残疾，有的还是未成年儿童，有的已因病去世，他们大都生活困难，家徒四壁，靠借债治病、生活。有的群众直至案发前还对刘某某给予高度评价，然而刘某某利用群众对其的信任，在发放医疗救助款时采用欺骗的手段将他们应得的救济款予以侵吞，其行为给群众造成的巨大的伤害难以言表。
通过案后分析，刘某某得以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医疗救助款的原因，一是其自身贪欲所致，为金钱敢于触碰法律红线；二是政府监管不到位、政策宣传不够等所致。紫石乡人民政府及县民政部门由于监督制约制度不健全，在发放民政救助款时没有开展有效的监督、制约工作，在对群众发放民政救助款后，没有采取有效的回访、抽查等措施，导致刘某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截留并侵吞医疗救助款的行为未被发现。同时，上述部门未坚持公示制度，虽然在申请医疗救助款的环节有公示，但是在发放环节却没有公示。在实际发放中，完全凭刘某某说多少就是多少，群众根本不知道自己实际该领取多少医疗救助款。如果在发放的时候将领取人及领取金额在公示栏公示，则刘某某就不可能将钱截留侵吞。此外，上述部门宣传医疗救助政策不到位，刘某某侵吞的医疗救助款中，有一部分是村、组干部，甚至是民政局工作人员的家属应领的医疗救助款。天全县城乡医疗救助政策从2006年就开始实施，其后又经多次修改、补充，在该项政策已执行多年的情况下，包括某些民政人员、部分村组干部在内的很多当地村民对此政策知之甚少或根本就不了解。
案例四
董某某生产、销售假药案
【基本案情】

2013年2月底至2013年9月初，被告人董某某化名“郭大夫”，在无行医从业资格、无药品销售等相关资格情况下，利用荥经县乡镇赶集之机向群众发放其可医治风湿、哮喘等各类疾病海报，吸引患病群众到董某某所住的荥经县城惠源旅馆201号房间接受“诊疗”。被告人董某某为牟利以自己配制的药粉（以神曲、山楂、麦芽、陈皮为主的混合物）冒充能治疗风湿、哮喘等疾病药品，向群众销售。2013年9月11日，公安机关以董某某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将其刑事拘留，同年10月18日，董某某被依法逮捕。荥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规定，确认董某某所配制和销售的“药粉”属按假药论处的药品。
【诉讼过程】
2013年12月5日，荥经县公安局以董某某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荥经县人民检察院审查终结后，于2014年3月4日以被告人董某某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向荥经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处理结果】

2014年3月11日，荥经县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认定被告人董某某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15000元。被告人董某某认罪服判。

【案例点评】

201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将原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此修改将原条款中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入罪条件删掉，实质是降低了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入罪条件，即行为人只要具有生产、销售假药主观故意，并实施了相应行为就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本案对董某某非法行医过程中配制、销售中药和西药混合粉剂冒充“特效药”的行为如何定性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一是生产、销售假药，是违反药品管理法规，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33条的规定，典型的假药有两种：一种是药品所含成分的名称与国家药品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标准规定不符合；另一种是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董某某以神曲、山楂、麦芽等药材研磨后配制的混合药粉，其成分、效用等与国家药品的标准规定均不符，属于假药的第二种情况，即以彼药冒充此药品，这是认定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基本依据。

二是董某某的行为符合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犯罪构成。董某某无证行医行为和在行医过程中制、销售假药的行为无疑侵犯了不特定就诊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及国家对医疗卫生工作的管理制度和国家对药品生产管理的许可制度。但如若认定董某某的行为属非法行医，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六“行为人的非法行医行为须达到情节严重的客观要件”的规定，本案中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董某某的非法行医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中的前四项情节严重标准。董某某非法行医、制售药粉的行为，虽不能在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非法行医罪）上明确体现，但完全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构成要件，对生产、销售假药认定的重点核心突显在“假”上。

三是以生产、销售假药罪追究董某某刑事责任符合司法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实施非法行医犯罪，同时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诈骗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依据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非法行医罪”的量刑“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与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生产、销售假药罪”的量刑“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相比较，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量刑相比第三百三十六条较重。因此，综合考虑本案董某某的犯罪事实和情节，以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认定董某某犯生产、销售假药罪，更加精准、恰当，也有利于引导、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从而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抄送：省院研究室，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市法治宣传教育联席会议办公室，市法学会，本院领导。

      各县区院，本院各部门。


雅安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                  2017年2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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